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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背景下，大运河的文

化传承价值与旅游休闲功能持续提升，大运河与沿线城市逐

步形成新型城河共生模式。文章运用核密度计算和地理探

测器方法对文化舒适物的空间数据进行分析，探索知识经济

时代的新型城河共生模式基本特征，测度影响新型城河共生

模式的主要驱动因子。研究结果表明：大运河沿线城市整体

文化舒适物聚集区呈“北部极化，南部聚集，其余地区多节点

散布”的空间分布形态；大运河沿线 75%城市的文化舒适物

聚集区与大运河河道位置存在相关性，这一现象在京杭大运

河和浙东运河沿线尤为突出；新型共生模式可划分为间歇共

生模式、连续共生模式、一体化共生模式 3 种类型；从省（市）

域层面看，北京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大运河沿线城市的城河

共生模式为一体化共生模式；在影响城河共生模式的诸多因

素中，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化水平

和旅游收入 4 项指标对大运河文化舒适物分布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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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文化公园旨在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

响和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并实施公园化管

理运营。在文化强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和民族复兴

的多重背景下，国家文化公园蕴含的大型文化遗产

的整体性保护思想，有助于探索中国现代城市与遗

产共生路径[1-2]。中国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

运河和浙东运河 3部分组成，迄今已有 2500余年历

史 [3]。伴随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沿线建

筑设施和生产、生活方式逐步改变并组合成一系列

独特场景[4-5]，整体呈现出一种“多重时空层叠整合”

状态 [6]，大运河与城市形成一种典型的多模共生关

系。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设立于 2019年，是我国首

批国家文化公园之一。在依托大运河线性文化遗

产开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进程中，为了更好地发

挥大运河联系中国南北及东部城镇的战略功能 [7]，

需进一步厘清大运河与沿线城市多模共生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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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趋势，科学管控城河共生演进方向，为更好地统

筹沿线区域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和基础设施建

设提供科学依据。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推动沿线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的重大实践，能够有效推动大运河沿线区

域水、岸、城一体化发展。认识和评估国家文化公

园价值不仅要关注其文化价值，还应重视其社会、

经济价值 [8]。2022 年 4 月，京杭大运河在经历一个

多世纪的断流后，重新实现全线通水，标志着大运

河与沿线城市的共生模式将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围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目前大多数研究关注其

遗产价值[9]和旅游价值[10]，仅有少数研究关注其景观

组合效益[11]。围绕大运河与城市的关系，研究者重

视和强调“城河共生”在大运河过往建设和今后发

展中的普遍意义，但目前真正聚焦新型城河共生模

式构建的研究仍较欠缺。

文化舒适物是指给人带来主观愉悦的地方特

性或设施，注重满足人们对生活质量、审美和精神

文化的需求[12]。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舒适物已成

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能够显著影响城市中

个体的心理、态度与行为[13]，反映现代城市居民和游

客的生活与休闲消费空间[14]。本文以文化舒适物及

其空间分布规律为切入点，运用空间分析和地理探

测器，综合识别城河共生模式类型，探测文化舒适

物空间分异的驱动因子，构建新型城河共生模式影

响机制模型，以期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

决策参考。

1 基于文化舒适物的新型城河共生的理论建构

1.1 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发展逻辑

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众多

城市开始由传统的“以工业和生产为中心”向“以文

化和消费为中心”转变[15]。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

力资本是知识经济时代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的重

点，区别于工业时代的外源式发展理念[16]。后工业

时代的经济地理重构主要基于内生发展模式，将审

美、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作为关键动力，关注区域

合作、长期发展、合作共赢等新维度。产业、城市、

人才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三大要素，发展

模式从“产-城-人”转向“城-人-产”组合[17]（图 1）。

城市不仅是以生产为核心的“增长机器”，还是以人

为核心要素，以消费、文化和创新为动能的“娱乐机

器”[18]。

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容纳的舒适物成为推动城

市和区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19]，从消费和美学角度

为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和区域发展提供解释[20]。

舒适物组合及其空间布局与当地文化息息相关，蕴

含着差异化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展现着城市的文

化魅力和宜居品质。在城市，文化舒适物聚集区对

高素质人才和游客有很强的吸引力和集聚效应[13,21]。

尤其是伴随文化和旅游融合走向深入，城市中的文

化舒适物已转变为一种旅游吸引物[22]，培育文化舒

适物聚集区成为城市完善旅游休闲供给体系的重

要形式。

图1 城市发展逻辑演进

Fig. 1 The logic of urb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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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化舒适物视角下的新型城河共生内涵

舒适物（amenities）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

Ullman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 [23]，新芝加哥学派的

Silver 和 Clark 将舒适物定义为以消费设施为导向

的公共产品[18]。王宁认为，舒适物是指使人在感官

和心情上感到舒适、愉悦和满足的事物、环境、事

件、设施或服务 [12]。围绕舒适物分类，Clark 将舒适

物划分为自然物理设施、人工建构设施、社会经济

结构与多样性、本地区居民的价值观和态度[24]。吴

军则将舒适物分为自然舒适物、文化舒适物和社会

舒适物，其中，文化舒适物是城市建设情况的体现，

不仅包括与文化直接相关的博物馆、电影院等设

施，还涵盖了城市空间中的大部分建筑设施[13]。

文化舒适物布局隐含人们生活方式与消费活

力的空间规律[25]。文化舒适物水平显著影响城市吸

引力和宜居程度评价，人才流动主要看重舒适物中

的文化和消费设施发达程度[21]。以文化舒适物为主

的消费行为在城市发展中起推动作用[26]。在国家文

化公园推动下，沿岸城市纷纷修复文化遗产、搭建

文化场景、完善舒适物供给，大大提升了沿河区域

文化舒适度，逐渐形成新型城河共生关系。通过文

化舒适物识别和分析大运河沿线城市生活方式及其

空间规律，梳理大运河与沿线城市城河共生模式，

对当代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中国大运河的部分运输功能正在被更

为高效的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方式取代。受河

道断流、断航等因素影响，部分沿线城市与大运河

间的互动关联也有所弱化，即便如此，纵横南北、贯

穿古今的大运河仍是沿线城市历史记忆与文化认

同的重要载体，当代大运河与沿线城市的关系在动

态发展中实现平衡与共生[27]。随着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的全面展开，大运河沿线日益成为沿线城市生活

方式和文化价值观载体，城河关系得以持续演化，

逐渐形成新型城河共生模式。

1.3 面向文化舒适物的新型城河共生模式分析

1.3.1 城河共生

共生是一个源于生物学的概念，指不同种属的

生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互惠共生关系[28]。

20世纪 50年代，共生理论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之

后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生态、管理、政治及旅

游等研究之中[29]，用于描述城市与自然资源、文化资

源和人力资源等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

共同进化过程[30]。共生理论聚焦于共生单元、共生

模式和共生环境这三大基本要素，它们相互作用构

成共生系统[31]。

根据共生理论所列举的共生条件 [32]，大运河与

城市共生具体表现在：（1）大运河岸是城河共生的

直接界面，沿线众多城镇沿着河岸布局发展，成为

生产、生活和游憩场所，沿岸舒适物与河道保持着

紧密的时空联系，形成良性互动循环机制，彰显着

地方文化风格；（2）城市依托大运河的运输优势和

生态环境优势，发展经济和吸引人力资源，城市与

大运河在政治、经济和生态环境等方面有着密切的

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流；（3）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背

景下，各地根据《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

办法》①，各类建设均得到有效管控，各类共生单元

之间存在一种临界规模，能够保证其他共生条件的

存在；（4）受部分河段断流、断航影响，大运河沿线

区域城河共生关系具有动态性。

1.3.2 新型城河共生单元

共生单元是构成共生模式的基本能量生产和

交换单位，是形成共生的基本物质条件[33]。共生单

元只有具备某种内在的联系才可能构成共生关系，

共生单元的组合具有多种不同情况。随着知识经

济时代到来，居民逐步将教育、人际关系和舒适物

置于生活的中心[18]，在旅游情境下，舒适物时常成为

游客体验对象，是游客的首要考虑要素[33]，大运河河

道及其沿线文化舒适物系统逐步形成以生态环境

为基础、以消费为核心、以人群为媒介、以资源为支

撑的不同层级的共生系统，所以，本文将文化舒适

物空间聚集区与大运河河道两类地理要素作为研

究新型城河共生的共生单元。当共生单元在空间

上靠近，彼此间会产生共生效应。文化舒适物与大

运河河道在空间上以较高密度彼此靠近，有助于产

生更多的共生能量，从而形成更坚实的共生基础。

1.3.3 新型城河共生模式

共生模式是共生单元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和

结合程度，按照组织程度可划分为间歇共生、连续

共生和一体化共生[30]。共生模式具有多样性和动态

性，它是行为方式和组织模式的产物，体现了不同

阶段的共生程度[34]。一体化共生被认为是理想的共

生模式[36]，此时共生单元之间有着持续的多边多向

互动，共生关系稳定，且存在同步化的广谱进化效

①《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办法》中规定，大运河河道两

岸各 2km范围内被划分为核心区，在此区域内政府实行严格建设管控，

注重生态保护和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同时，2 km范围内为居民和游客步

行和骑行的放松休闲舒适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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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大运河沿岸区域，城市在经历非对称发展之

后，亟须通过协同进化，构建城河一体化共生模式。

1.3.4 新型城河共生环境

共生环境是共生关系存在的外在条件 [35]，根据

其影响效果，可划分为正向环境、中性环境和反向

环境。共生单元的打造、共生模式的建立，以及共

生能量的生成与传导，都离不开具体的共生环境。

大运河开凿之初，沿线城镇因“运”而盛。随着城河

共生环境变迁，大运河经历了从运输通道向文化、

生态、休闲、游憩廊道过渡的进程[36]，城河共生的模

式、类型和内涵进一步丰富[37]。城河共生模式演变

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宏

观区域环境是影响文化舒适物分布的主要因素，其

中，区域经济、人口、旅游和文化等要素与之密切关

联[14]。从经济角度看，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

水平影响文化舒适物的数量与空间分布[38]，宜采用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39-40]和人均可支配收入[40]等指标

进行量化。从人口角度看，人类活动范围与大运河

沿线城市的文化舒适物在时空上的演变大致呈正

相关 [38]，通常以人口总量 [38]作为衡量人口环境的基

础指标，而城镇化率是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例，该指标能显著影响大运河沿线设施空间分布[39]，

可作为衡量人口环境辅助指标。从旅游发展角度

看，旅游活动是影响文化舒适物空间分布的重要因

素，可采用全年接待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等指标[41]

进行衡量。从文化角度看，大运河沿线各类文化舒

适物与大运河文化遗产相互融合、彼此交织，形成

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大运河城市场景，不断提升城市

吸引力，为遗产传承和旅游开发提供持续动力[42]，大

运河文化遗产空间为大运河城河共生模式提供了

基本文化环境 [38]。因此，研究以经济环境、人口环

境、旅游发展环境和文化环境作为构成城河共生环

境的子维度。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由陈波[14]提出的“中国文化舒适物分

类量表”（表 1），通过高德开放平台抓取文化舒适物

对应的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数据，在研究区

域内总共得到 617 286 个文化舒适物单体，获取指

标数据包含每个文化舒适物单体的名称、设施类

型、地理坐标。研究区矢量底图主要来自大运河

HGIS大数据与服务平台①，参照各城市地图进行了

校对和补充绘制②。本研究涵盖城市的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总量、城市化水平、

全年接待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等数据均来源于《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2019年）》和各城市官方统计年鉴，

世界文化遗产地理坐标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网站③。

2.2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是

一种可视化的空间数据分析工具，根据输入的点要

素数据集计算整个区域的数据聚集情况，从而产生

一个连续的密度表面，在区域分析中较为常用。本

文采用核密度估计探究大运河沿线城市文化舒适

物的聚集强度分异情况。

①大运河HGIS大数据与服务平台（http://www.gchgis.com/）。

② 本研究中的大运河河道范围为现存主河道，包含但不限于被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河段，故沿线城市共36座（包含濮阳市）。

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https://zh.unesco.org/）。

表1 中国文化舒适物分类

Tab. 1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amenities

类别Category

餐饮美食Catering

休闲娱乐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文化服务Cultural service

运动健身Sports and fitness

生活服务Domestic services

购物消费Shopping consumption

学习培训Learning and training

中国文化舒适物举例Examples of Chinese cultural amenities

面包甜点、咖啡厅、饮品店、茶馆、烧烤、小吃快餐、火锅、川菜、素食餐厅、西餐、日本料理、东南亚菜馆

美甲店、美容店、纹身店、摄影工作室、KTV、棋牌室、网吧、密室逃脱、电影院、私人影院、DIY手工坊、采
摘/农家乐、桌面游戏、桌球馆、按摩/足疗、洗浴/汗蒸、酒吧/夜店、公园、动物园、儿童公园、游乐园

音乐厅、美术馆、公共图书馆、电视台、电台、创意园区、剧场、博物馆

羽毛球馆、游泳馆、体育场/馆、篮球场、瑜伽馆、健身中心

彩票站、菜市场、理发店、宠物店、花店、星级酒店、连锁酒店、客栈/民宿、教堂寺庙、宠物医院、医院、银
行、邮局、通讯营业厅、家政、搬家运输、居家维修、停车场、加油站

便利店、超市、综合商场、房屋地产中介、旅行社、4S店/汽车销售、家装/建材卖场、汽车美容

书店、琴行、画室、驾校、外语培训、留学机构、大学

注：表格中类别来源于参考文献[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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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揭示其背后驱

动因子的统计学方法 [43]。地理探测器的 q 统计量，

可用于度量空间分异性、探测解释因子、分析变量

之间交互关系，在自然和社会科学多领域均有成功

应用[44-46]。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探测文化舒适物空

间分异的驱动因子，以 1 km×1 km的格网作为研究

单元，结合大运河世界遗产点的空间位置和 6项共

生环境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口总量、城市化水平、全年接待游客数量、旅游收

入）构建驱动因子指标体系。

3 大运河文化舒适物的空间格局

3.1 文化舒适物集聚的总体空间格局

根据自然断点法将大运河城市文化舒适物整

体图层的核密度计算结果划分为 6类（图 2），结果显

示：大运河沿线城市文化舒适物空间分布格局的差

异性显著。整体文化舒适物聚集区呈“北部极化，

南部聚集，其余地区多节点散布”态势。北部集聚

区主要集中于北京市和天津市；中部聚集区分布在

郑州市和洛阳市；南部聚集区则集中在杭州市、宁

波市、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扬州市、徐州市、嘉

兴市、绍兴市多地。

通过在整体文化舒适物聚集区图层上叠加《世

界遗产名录》所列 58处大运河世界遗产点坐标，研

究进一步分析了大运河沿线城市的文化舒适物供

给与世界遗产点位的融合情况。结果显示：北京

市、杭州市、宁波市、苏州市、无锡市、扬州市、洛阳

市、嘉兴市和绍兴市的文化舒适物高密度聚集区与

大运河世界遗产点地理位置高度重合，说明上述 9

座城市围绕世界遗产点位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文化

底图来源：高德平台，审图号：GS(2021)6375号，底图无修改

图2 大运河沿线城市文化舒适物核密度与世界文化遗产点位置图

Fig. 2 The KDE of cultural amenities and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long the Grand C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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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物供给体系，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培育形成相对

完整的城河共生界面，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新型城

河共生模式奠定良好基础。

3.2 运河沿线城市文化舒适物集聚效应分析

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背景下，为进一步

识别大运河与沿线城市共生模式的内在特征，本文

将文化舒适物高集聚区与大运河河道位置进行叠

加分析，结果如下。

由图 3 可知，文化舒适物高密度集聚区与大运

河水网在空间位置上共生关系相对紧密的城市有：

北京市、天津市、沧州市、德州市、聊城市、济宁市、

宿迁市、淮安市、扬州市、镇江市、常州市、无锡市、

苏州市、嘉兴市、杭州市、绍兴市、宁波市、开封市和

底图来源：同图2

图3 空间共生关系相对紧密的城市

Fig. 3 Cities with relatively close spatial symb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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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市，上述 19座城市文化舒适物高密度区域与大

运河水网位置重合。这说明，长期以来，这些城市

围绕大运河及其滨水空间建设和完善了城市文化

舒适物，形成持续且稳定的城河共生模式，为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下良好基础。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位于隋唐大运河段的开封市和宿州市以外，现有紧

密型共生城市主要位于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沿线。

由图 4 可知，文化舒适物高密度聚集区与大运

河水网在空间位置上存在错位的城市有：廊坊市、

枣庄市、徐州市、湖州市、商丘市、焦作市、新乡市和

鹤壁市，主要位于整个大运河水网中部地区。城市

中文化舒适物高密度区与大运河位置相关，但大运

河河道位置与城市文化舒适物密度最高区域在空

间位置上出现错位。这说明，历史上，大运河的开

凿和漕运带动了两岸城市的发展与繁荣，诸多居民

生活在运河沿岸区域，但由于运河河道功能衰退和

海运与陆运兴起等原因，上述城市的居住消费区域

逐渐脱离运河及滨水区域。

由图 5 可知，文化舒适物高密度聚集区与大运

河水网的空间关系较为松散的城市有：衡水市、邢

台市、邯郸市、洛阳市、郑州市、安阳市、濮阳市、淮

北市和泰安市，表现为现有的城市文化舒适物供给

体系与大运河河道处于“脱离”状态。原因在于，大

运河部分河道因泥沙淤积或缺乏治理而断航甚至

干涸，运河滨水区域在近代城市发展中极少发挥作

用。以上 9座城市在大运河完成全线通水后，可依

托大运河河道开展文化舒适物体系化建设。

总体来看，大运河沿线 36 座城市中，文化舒适

物集聚区与大运河位置存在相关性的城市有 27座，

占沿线城市数量的 3/4。其中，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

河沿线城市的文化舒适物集聚区与大运河河道位

置的相关度要高于隋唐大运河沿线城市。从省

（市）域层面分析结果可得，北京市、江苏省、浙江省

大运河区段的文化舒适物集聚区与大运河位置相

关度高。这其中，大运河河道状态明显影响着城河

共生类型，以河南省为例，该省作为隋唐大运河起

点省份，文化舒适物数量多，拥有多个世界文化遗

产点，但因部分河道干涸未修缮（河南段大运河已

探明长度为 686 km，其中，有水段 267 km，无水段

419 km[43]），致使后续城市建设与大运河区位关联度

低，几乎所有城市与大运河河道的共生关系都存在

不同程度的松散或错位。

3.3 基于文化舒适物的城河共生模式识别

根据文化舒适物供给体系的整体现状、世界文

化遗产点位现状和共生单元现状 3个维度，研究识

别出以下3类城河共生模式。

第一类是一体化共生模式，表现为大运河河

道、世界文化遗产点与城市文化舒适物供给体系经

过长时间稳定的相互作用，形成全方位的共生关

系。沿线城市中可归类为一体化共生模式的有：北

京市、苏州市、扬州市、无锡市、杭州市、绍兴市、宁

波市和嘉兴市。在这些城市中，大运河河道与文化

舒适物两个共生单元之间形成了具有独立功能的共

生体，共生模式稳定且有内在必然性，这是一种共生

单元之间形成全方位相互作用的新型城河共生模式。

底图来源：同图2

图4 空间共生关系存在错位的城市

Fig. 4 Cities with dislocated spatial symb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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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连续共生模式，表现为城市中拥有的

世界文化遗产点数量相对较少，但城市文化舒适物

供给体系与大运河河道位置密切相关。沿线城市

中，处于连续共生模式的有：天津市、沧州市、德州

市、聊城市、济宁市、枣庄市、宿迁市、淮安市、镇江

市、常州市、洛阳市、开封市和宿州市。这些城市

中，大运河河道与文化舒适物两个共生单元之间持

续发生相互作用，共生模式比较稳定。这是一种共

生单元在多方面发生作用的新型城河共生模式。

第三类是间歇共生模式，表现为城市中不具备

大运河遗产点，文化舒适物建设位置与大运河河道

位置相偏离。沿线城市中，处于间歇共生模式的包

括：廊坊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泰安市、徐州

市、湖州市、郑州市、商丘市、焦作市、新乡市、鹤壁

市、安阳市、濮阳市和淮北市。在这些城市中，城河

共生模式具有某种不稳定性和随机性。这是一种

大运河河道与文化舒适物两类共生单元仅在有限

方面保持相互作用的新型城河共生模式。

4 大运河文化舒适物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4.1 因子分类的影响

共生关系受到外在共生环境的显著影响，本研

究以经济环境、人口环境、旅游发展环境和文化环

境作为城河共生环境的 4个子维度。在遵循数据可

获得性和指标代表性原则下，将共生环境进一步细

分为 7 项指标进行测量：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1）

和人均可支配收入（X2）来量化经济环境，以人口总

量（X3）和城市化水平（X4）来量化人口环境，以全年

接待游客数量（X5）和旅游收入（X6）来量化旅游发展

环境，以世界文化遗产点空间位置（X7）来代表文化

环境。研究进而将上述 7项驱动因子对大运河城市

文化舒适物空间分布（Y）的影响作用在置信度为

0.05的水平上进行检验，用以识别不同驱动因子之

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结果表明，7项驱动因子均

通过了 0.05的显著性检验，且相关系数均大于 0.8，

说明选取指标合理。

4.2 影响因素分析

因子探测主要用于探测文化舒适物的空间分

异性以及各驱动因子对文化舒适物空间分异的解

释程度。根据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器结果（表

2），7个自变量的解释程度依次为：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 X1（0.031%）>城市化水平 X4（0.028%）>人均可支

配收入 X2（0.028%）>旅游收入 X6（0.026%）>全年接

待游客数量 X5（0.020%）>人口总量 X3（0.015%）>世

底图来源：同图2

图5 空间共生关系相对松散的城市

Fig. 5 Cities with relatively loose spatial symb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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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文化遗产点空间位置X7（0.005%）。可见，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是影响文化舒适物空间分异的最重要

因素，其余重要因素依次是城市化水平、人均可支

配收入和旅游收入，证明城市发展质量型指标对区

域文化舒适物布局影响较大，促进城市文旅消费有

助于优化文化舒适物空间布局。7项影响因子均能

够有效推动一体化城河共生模式，说明经济环境、

人口环境、旅游发展环境和文化环境是城河共生模

式的正向环境。

4.3 影响因素交互探测

利用地理探测器中的交互作用探测器，进一步

探究各驱动因子相互组合对Y的解释力以及各因子

的影响作用是否相互独立。交互作用探测结果如

表 3显示，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主要表现为双因子

增强与非线性增强。全年接待游客数量（X5）和世界

文化遗产（X7）、人口总量（X3）和世界文化遗产（X7）

双因子交互对文化舒适物布局产生了显著增强效

果，两因子交互的解释力大于两因子影响力之和，

即非线性增强；其余因子两两交互均表现为双因子

增强，即两因子对文化舒适物的影响交互作用大于

各单因子独自作用的最大值，双因子交互作用后对

影响因素的解释力均会有明显提升。这表明大运

河文化舒适物空间分布格局是驱动因子共同正向

作用的结果，因子共同作用时会产生更明显作用，

沿线城市可通过改善经济发展质量、增加常住人口

表2 大运河文化舒适物影响因子探测

Tab.2 Explor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ultural amenities in the Grand Canal

影响因素
Influencing

factors

q值q-value

p值p-value

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X1

GDP per

capita (X1)

0.031

0.000

人均可支配
收入X2

Disposable income

per capita(X2)

0.028

0.000

人口总量X3

Total

population

(X3)

0.015

0.000

城市化
水平X4

Urbanization

level(X4)

0.028

0.000

全年接待游客数量X5

Number of tourists re-

ceived throughout

the year(X5)

0.020

0.000

旅游
收入X6

Tourist

income (X6)

0.026

0.000

世界文化
遗产点位X7

World cultural heri-

tage sites(X7)

0.005

0.000

表3 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Tab.3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 detector

C=A∩B

q（X1∩X2）=0.033

q（X1∩X3）=0.032

q（X1∩X4）=0.033

q（X1∩X5）=0.033

q（X1∩X6）=0.033

q（X1∩X7）=0.032

q（X2∩X3）=0.029

q（X2∩X4）=0.033

q（X2∩X5）=0.031

q（X2∩X6）=0.031

q（X2∩X7）=0.030

q（X3∩X4）=0.031

q（X3∩X5）=0.027

q（X3∩X6）=0.027

q（X3∩X7）=0.022

q（X4∩X5）=0.032

q（X4∩X6）=0.031

q（X4∩X7）=0.032

q（X5∩X6）=0.028

q（X5∩X7）=0.026

q（X6∩X7）=0.030

A+B

q（X1）+ q（X2）=0.058

q（X1）+ q（X3）=0.046

q（X1）+ q（X4）=0.058

q（X1）+ q（X5）=0.051

q（X1）+ q（X6）=0.057

q（X1）+ q（X7）=0.036

q（X2）+ q（X3）=0.043

q（X2）+ q（X4）=0.055

q（X2）+ q（X5）=0.048

q（X2）+ q（X6）=0.054

q（X2）+ q（X7）=0.033

q（X3）+ q（X4）=0.043

q（X3）+ q（X5）=0.036

q（X3）+ q（X6）=0.042

q（X3）+ q（X7）=0.020

q（X4）+ q（X5）=0.048

q（X4）+ q（X6）=0.054

q（X4）+ q（X7）=0.033

q（X5）+ q（X6）=0.047

q（X5）+ q（X7）=0.026

q（X6）+ q（X7）=0.031

比较 Compare

C>A, B; C<A+B

C>A, B; C<A+B

C>A, B; C<A+B

C>A, B; C<A+B

C>A, B; C<A+B

C>A, B; C<A+B

C>A, B; C<A+B

C>A, B; C<A+B

C>A, B; C<A+B

C>A, B; C<A+B

C>A, B; C<A+B

C>A, B; C<A+B

C>A, B; C<A+B

C>A, B; C<A+B

C>A+B

C>A, B; C<A+B

C>A, B; C<A+B

C>A, B; C<A+B

C>A, B; C<A+B

C>A+B

C>A, B; C<A+B

解释 Interpretation

X1↑↑X2

X1↑↑X3

X1↑↑X4

X1↑↑X5

X1↑↑X6

X1↑↑X7

X2↑↑X3

X2↑↑X4

X2↑↑X5

X2↑↑X6

X2↑↑X7

X2↑↑X4

X3↑↑X5

X3↑↑X6

X3↑X7

X4↑↑X5

X4↑↑X6

X4↑↑X7

X5↑↑X6

X5↑X7

X6↑↑X7

注：A↑B表示A和B非线性增强；A↑↑B表示A和B互相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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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提升旅游发展水平、加强文化遗产开发利用，

进一步优化城河共生模式。

5 基于文化舒适物的新型城河共生模式影响机

理模型

文化舒适物的空间集聚是一个复杂过程，受多

种环境因素综合作用。基于前文城河共生模式识

别和影响因素探测的结果，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

市化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旅游收入是构建新型

城河共生模式的主要驱动力，全年接待游客数量、

人口总量和世界文化遗产点位能够正向驱动新型

城河共生模式建设，但属于非决定性驱动力。上

述各项指标隐含更深层次的洞察：其中，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化水平是衡量城

市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而旅游收入则是衡

量旅游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具备高水平

的经济发展环境和旅游产业发展环境是构建理想

的城河共生模式的关键，同时，优质的文化环境和健

康的人口结构也可进一步推动新型城河共生模式

形成。

已有研究认为，美学、消费和生活方式等能够

象征地方品质的场景要素对高素质人力资源具有

很强吸引力[22]，而世界遗产点则对游客和居民有着

普遍吸引作用[47]，本研究尝试从地方发展角度提炼

新型城河共生及其影响机理模型（图 6）。在大运河

文化带所倡导的“以文化为引领”的区域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中，一方面，各地应加快培育符合高新

技术产业人才和发展需求的文化消费场景，从而吸

引人才前往工作和定居[13]；另一方面，旅游发展不宜

过分聚焦于规模型指标如游客接待量，而应更加注

重旅游发展质量，全力提升旅游目的地品质。为此，

利用好大运河遗产，配套建设和完善沿线文化舒适

物体系，建立和丰富大运河沿线城市场景，是改善

图6 新型城河共生及其影响机理模型

Fig. 6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model of the new city-river symbiosis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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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河共生环境、推动形成一体化城河共生的良性互

动模式的重要途径。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结合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最新实践，

着眼于“促进大运河与现代城市良性互动，探索构

建新型城河一体化共生模式”问题。以沿线城市文

化舒适物体系为切入点，综合采用核密度计算和地

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新型城河共生模式类型及分

异驱动因子，主要结论如下。

（1）整体上看，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沿线城

市文化舒适物供给体系较为完善。研究将城河共

生的类型划为 3类：一体化共生模式、连续共生模式

和间歇共生模式，结合不同类型，证明共生理论在

城河共生模式研究中具有适用性，通过完善文化舒

适物供给体系有助于优化城河共生关系，进而推动

大运河与沿线城市迈向一体化共生。

（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市化水平、人均可支

配收入和旅游收入是文化舒适物空间分异的主要

驱动因素，说明大运河沿线城市应立足地方发展加

快文化舒适物体系化建设，注重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和旅游发展质量，不宜过分关注规模指标。在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实践中，各地应更加关注居民和游客

的美好生活需求，通过优化城市的文化舒适物布

局，推动形成一体化城河共生模式，从而提升城市

吸引力，积累高质量人力资本，提升居民生活水平

和消费能力，增加城市文化消费支出比例，释放和

激发大运河沿线区域的城市活力和消费潜力。

（3）在大运河文化带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

以大运河文化遗产点周边区域为切入点，加快布局

文化舒适物供给，培育有特色的运河城市场景，能

够更加直接地提升城市文化吸引力。因此，沿线城

市应注重大运河城市场景打造，重点依托各世界遗

产点及其邻近区域，提升多类型文化舒适物数量和

密度，这对于沿运河区域的城市场景、人口结构和

产业结构创新而言具有现实意义。

6.2 讨论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运河中规模最大、线路最

长、延续时间最久的运河，对沿线城市的发展具有

重要影响。然而，其沿线仍有少量城市发展并非依

赖大运河，大运河对其影响范围仅限于滨河地带。

本文探讨大运河沿线城市城河共生模式，主要着眼

于两方面：一方面，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重大

战略部署，受到大运河沿线所有城市高度重视，相

关政策与规划已经陆续推出和实施，未来大运河与

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更加紧密；另一方面，

在文旅深度融合大背景下，大运河滨水区域逐渐成

为沿线居民和游客重要的生活居住与休闲消费场

景，当代大运河成为重要休闲廊道[48]，新型城河共生

模式正在逐步形成。

在理论层面，本文首先通过引入共生理论，初

步探索了当代大运河与城市之间存在的新型城河

共生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进而将文化舒适物概念引

入大运河研究，为在国家文化公园研究情境中应用

场景理论创造条件。在应用层面，研究通过 3种共

生模式的划分和剖析，为今后一定时期我国大运河

文化遗产的深度开发以及核心区、监控区内外的城

市设施建设提供方向。

舒适物内涵广泛，但本研究仅针对文化舒适物

这一独特而重要类型展开分析，并未纳入自然、社

会等已存在的其他舒适物类型。在未来，针对多类

型舒适物组合分析，可作为研究拓展的重要方向。

致谢：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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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the

cultural heritage value and tourism leisure functions of cities along the Grand Canal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nhanced, gradually forming a new city- river symbiosis. This study employs methods

such as kernel density calculation and Geodetector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spatial data on cultural

amenities, exploring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city- river symbiosis in the era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and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ymbiotic pattern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cultural amenities in cities along the Grand Canal exhibit a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larization in

the north, aggregation in the south, and multiple nodes in the remaining areas. Approximately 75% of

the cultural amenity cluster areas in cities along the Grand Canal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canal’s location, and they are predominantly distributed along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and

the Zhejiang Eastern Canal. Based on the symbiotic patterns of cities along the Grand Canal, this study

classifies these patterns into three types: the intermittent symbiosis mode, continuous symbiosis mode

and integrated symbiosis mode. The symbiotic pattern in Beijing, Jiangsu, and Zhejiang primarily

belongs to the integrated symbiosis mode. The major driving factors influencing city- river symbiosis

include per capita regional GDP,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the urbanization level, and tourism

revenue, which exert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amenities along the

Grand Canal. Thus, cities along the Grand Canal shoul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menity

systems, focusing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and tourism growth rather than concentrating

solely on the number of tourist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ractice of constructing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this study aims to foster a benefi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rand Canal and

modern cities by exploring the issue of establishing a new city-river integrated symbiosis. Optimizing

the supply system of cultural amenities contributes to enhancing the city- river symbiotic relationship,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and Canal and its surrounding cities in an integrated symbiotic

direction. To enhance urban appeal and stimulate vitality and consumption potential in the region along

the Grand Canal, it is suggested to focus on the areas surrounding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expedite the

layout of cultural amenities, and cultivate distinctive city- river scenes. In summary, the findings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profou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Grand Cana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facilitie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optimizing

the supply of cultural amenities while considering the needs of residents and tourists will contribute to

elevating urban appeal, fostering urban development, increasing expenditures on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stimulating vitality and consumption potential in the region along the Grand Canal. Future research

can expand the analysis to encompass various types of amenity combinations, providing deeper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ies along the Grand Canal.

Keywords: new city-river symbiosis; cultural amenities; kernel density; Geodetector;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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